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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系与工众网联合发
布了关于农民工的调查报告。此次调查选择与去年
相同的全国20个主要用工城市，从720万名工众网注
册用户中随机抽取样本，调查收集到有效问卷2011
份。其中，超八成农民工表示对未来有信心，有
57 . 9%的农民工自我认定社会地位为底层，在“自
我认定社会地位为底层”的农民工当中，有孤独、
寂寞、无聊等情绪感受的超过50%。(3月24日《新京
报》)

不论是第一代农民工还是新生代农民工，漂泊
都是生存状态的底色。为了让自己和家庭过上更好
的生活、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农民工像候鸟一样
在城乡之间往返来回。农民工进城务工，不是简单

的从农村到城市的物理性移动，也是社会身份和精
神身份的双重置换。对于他们而言，流动不是目
标，也不是他们想要的生活方式，而不过是为了获
得更好的生活。

对农民工而言，从农村到城市是一个不容易跨
越的过程。农民工进城之前的生活圈子是他们的
“乡土世界”，进城之前想象的城市生活是他们的
“想象世界”，进城后生活于其中的客观现实并不
断适应这种客观现实就是他们的“实践世界”。在
这个过程中，生活上的不适应是常态。换言之，农
民工的负面情绪是一种精神断裂，是城市与乡土、
想象与现实对比导致的落差感受。

在理想的图景里，城市积聚着丰厚的资源、众

多的机会和大量的财富，这一切对于农民工无疑具
有巨大的吸引力。当农民工虚高的心理期望遭遇难
以应对的现实，出现负面情绪在所难免。不论是工
资水平较低、社会保险参保率偏低，还是对居住状
况和生活环境不满意，抑或是文化生活单调乏味，
都会导致消极情绪的产生。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王俊秀认
为，伴随着农民工群体在年龄、受教育水平、生活
经历的结构性变化，除了“收入”是影响农民工幸
福感的重要因素外，他们越来越关注自己合法权益
的实现，关注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发展，这些方面如
果不能有较好的改观，就会影响他们的幸福感。

因此，正视农民工的负面情绪，需要正视农民

工的利益诉求，探索制度化的排解渠道。一方面，
政府和用人单位要重视农民工的生存感受，既要满
足农民工衣食住行的生活需求，也要重视农民工合
法权益的实现，关注农民工被尊重的心理需求和公
众参与的渴望；另一方面，要大力加强文化建设，
提高公共文化覆盖面，丰富农民工的业余生活，建
设“安全阀”以排解农民工累积的负面情绪。

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告别乡土、挥别亲人，在一
个又一个陌生的城市里，用汗水和劳动，书写着工
业化、城市化进程。弥补农民工的心理裂痕，消除
农民工的精神失落，让农民工“活得更有尊严”，
既需要尊重农民工权利，也是城乡协调发展的内在
要求。

广西见义勇为人员最高可获得69 . 8万元人
身意外伤害保险赔付，为目前全国最高。公民见
义勇为的普及程度，不仅仅在于公民个体的道德
良知和勇气，更在于社会能否厚待他们。公民在
尽义务的时候，也应充分享有相应的权利。而作
为社会公德建设重要内容的见义勇为行为，理应
受到全社会的关注和肯定，那些为公共安全而负
伤、牺牲的见义勇为者更值得去帮助。对见义勇
为者的厚待机制是否完善，是衡量社会文明程度
的重要指标。

不植树将被起诉欠缺法制基础

兰州市城关区绿化委日前宣布，对辖区内既
不履行植树义务又不缴纳绿化费的单位和个人
将予以起诉。此规定引发争议，个中症结并不在
于今人植树热情的消退，而在于该规定的自我扩
权欠缺法制基础。一方面，单从城市人口来看，强
制植树已无法真正推行——— 既无足够的土地、也
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完成；另一方面，植树行为完
成后，由谁来负责后期成活是植树义务的另一个
附加义务。在很多城市，强制植树的义务都转化
成了专项费用，拨付给专业园林公司。这比起将
植树义务强加给市民，要可取的多。

“不相信教育改变命运”令人深思

2012年度中国主要城市公众教育公平感调
查报告日前发布，其中有24 . 3%的公众不相信教
育能够改变命运。公平的教育机会，仍然是人们
能够把握自身命运的前提。然而，多少令人遗憾
的是，无论是基础教育的“择校”，还是大学毕业
后的“择业”，教育的机会，已然难言公平，而教育
的不公，又将如何影响并改变后天的命运，恐怕
绝非杞人忧天。无力公平参与教育机会竞争的人
们，对于“教育改变命运”不再信任，并不意外。而
这恐怕才是超两成人不信“教育能够改变命运”
背后的真问题。

“大众”召回并不意味监管无缺失

大众汽车决定自今年4月2日起，召回缺陷汽
车，共计384181辆。此次召回，不过是一次迟到的
召回。早在一年前，大众汽车的DSG系统，就被发
现存在安全问题，可质监部门并无任何实质性动
作。召回是召回，监管是监管。大众汽车召回38万
余辆车的行为，并不能漂白有关职能部门在监管
上的责任缺失。质监部门，是企业与消费者之间
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这道防线起不到应有的防
护作用，则公众的健康与安全堪忧。

(大众网 王晓亮 辑)

据报道，尽管上海本月频给车牌浇“冷水”，23日举行的上海私
车牌照拍卖成交价继续上涨，首次突破9万元大关，继上月之后再次
创出历年新高。(3月24日《南方都市报》)

当一块铁皮被制造成上海车牌的时候，它的生命实现了最高
的价值。超9万元的史上“最贵铁皮”的诞生，让破铜、烂铁们从此傲
视黄金、白银。“2020年上海私车牌照价格超10万”的预言已经提前
进入倒计时，奇迹的到来已经不需要多少时间。同时，我们也有必要
回顾一下“最贵铁皮”是如何炼成的。

上海实行私车车牌拍卖，据说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为了解决
交通拥堵和控制机动车增长而设立的，但是高价车牌治堵真的有
效吗？现在全国“堵城”遍地开花，上海并没有因为车牌的高价而有
所缓解，各地也相应出台了“摇号”等方式来控制私车增长，这说明
控制私车过快增长并不一定要用高价手段。“高价车牌”只能让“私
车”这一福利成为富裕阶层的专利，造成社会资源的分配不公，相比
之下，“摇号”这一方式就显得更为公平公正。

其次，和房产一样，拍卖的车牌，普通人一生难求，富裕阶层却
可一人多得，这显然是不公平的，毕竟城市道路不是富裕阶层的专
享道路。无奈之下，有些人通过特殊渠道取得外地车牌——— 这也让
上海车牌治堵遭遇新的难题，总不能不让外地车牌入内吧？种种现
象提示，高价治堵于事无补，只是让普通人拥有一辆车的梦想越来
越遥远而已。

此外，“堵车”大军中，除了私车，更有大量的“公车”，如果只让
私车为“治堵”买单，将责任和压力全压在普通消费者身上，显然是
不合理的。治堵，任重而道远，需要寻找更为公平的车牌发放制度已
成为上海的燃眉之急，否则上海的车牌还将继续涨下去。

随着车牌的升值空间越来越大，上海是否会出现新的“炒牌

热”？这是上海政府相关管理部门应该注意并及早遏制的，不要像房
子一样走到失控的边缘才想起悬崖勒马。同时，如此高价的铁皮，钱
到哪儿去了？车牌制作成本不过百元，却可卖出九万元的高价，这不
是一种道德的交易。同时，当前车牌拍卖款去向不明，这也是人们关
注的一个焦点问题，亟待公开。

“堵城”时代已经全面到来，要想解决这一问题，只有大力发展
公共交通，让人们出门方便无阻，如此一来，买车行为才会减少。也
只有如此，才能降低“铁价”，打破“铁比金贵”的怪圈。

3月23日，南京举行“地球
一小时”全球接力活动。当晚8
点30分，南京电网网供负荷最高
为485万千瓦时，至8点40分负荷
竟然达490万千瓦时。南京今年
虽然有300多幢集中控制的高楼
如期关灯，但居民主动参与灭灯
的情况远不如往年。 ( 3月24日
《现代快报》)

熄灯一小时，用电量反而看
涨，这当然不仅是今年南京才有
事情：早在2009年，西安地区的
用电量同比并没有下降多少，反
而略有增加；2010年，来自中山
供电局的数据，当晚8时30分至9
时30分一小时里，中山用电量为
2225570千瓦时，较前一个星期六
同时段的用电量2131900千瓦时，
不减反增……然而，短程用电量
的细微变化，与“地球一小时”
质量直接成正比吗？

数据最能说明问题：中国电
力企业联合会发布的《2009年全
国电力工业统计年报数据》显示，
2009年全国工业用电量在全社会
用电量中所占比重达73 . 11%，部
分工业发达地区的居民用电比重
甚至不足10%。换句话说，“地球一
小时”能减少的用电量主要是来

自照明用电，而这部分用电量在
国民用电总量中撑死了也只占
10%左右。因此，担心“地球一小
时”活动是否会对全球的供电网
络造成冲击，多少有些杞人忧天。
而幻想靠“地球一小时”活动本身
来实现大规模节能减排，也实在
无异于痴人说梦。

“地球一小时”从2007年起，就
成为应对气候变化而发起的全球
自愿环保活动。它的主旨，并不在
于某一天、某一小时的“熄灯”，而
在于以“熄灯一小时”的形式唤醒
人类对资源能源的节约意识、唤
起世界在节能减排意义上的无差
别责任。指望“地球一小时”拯救
用电量，是将活动本身的价值初
衷庸俗化了。

当然，这“一小时”过后，
通过用电量的变化，也许确实能
稍稍窥探出城市对节能活动的参
与度，这是检验活动是否有效的
重要指标。需要注意的是，没有
公共单位做“领头羊”，一味要
求居民“先行先试”，其效果是
很值得疑问的。节约能源和资
源，最重要的恐怕还是要政府责
任到位，由其带头做节约能源资
源的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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